
利用域外汉籍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 “度”

———以王昌龄 “诗天子”“诗夫子”争议为例

熊 　 瑶

　
摘　 要　 域外汉籍的发现与整理成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助力不小。然近年来出现了过分夸大其价值的失
“度”现象。王昌龄的称号是 “诗夫子”还是 “诗天子”的争论，自从域外汉籍 “新证据”———日本文献

《?璃台诗人图卅六人》出现，被认为是唐代 《琉璃堂墨客图》一书的另一版本，由此中国传本 《琉璃堂墨客

图》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受到质疑甚至否定。事实上，日本 《?璃台诗人图卅六人》并非中国 《琉璃堂墨客图》

的另一版本，而是日本人自己的著述，并不能证明中国 《琉璃堂墨客图》“诗夫子”有误，加上中国本土 《林

和靖集》《唐才子传》等文献，足以证明王昌龄 “诗夫子”说确凿无疑。而随着域外汉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

域外汉籍资料被发现、整理，这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域外汉籍文献和国内传世文献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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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域外汉籍的发现与整理成果丰硕，东亚汉文化研究再掀热潮。新材料的涌现不仅推动了汉

学研究向着系统化、理论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也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助力不小。然而，当东亚汉文化研

究蓬勃发展之时，域外汉籍文献的使用问题也渐渐凸显，出现了从早期的轻视到近年来其价值被过分夸大，

凌驾在中国本土文献之上的失 “度”现象。王昌龄 “诗天子”“诗夫子”争议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王昌龄是盛唐著名诗人，京兆长安人，曾任江宁丞，故称 “王江宁”。人们在介绍王昌龄时，总会遇到

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就是王昌龄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到底是 “诗夫子”（“诗家夫子”）还是 “诗天子”

（“诗家天子”）呢？这两个名称都是尊称，看似只是 “天”和 “夫”字形上的细微差别，实际上存在着很

大的等级差别。因为 “天子”只有一个，是至高无上的存在，而 “夫子”仅是对老师或长者的尊称。称号问

题，看似琐屑微末，但辨明真相对王昌龄的形象、诗史定位、当时诗坛风气等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而更有

意义的是，通过这一个案，能让我们认识到利用域外汉籍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 “度”。

一、“诗天子”“诗夫子”争议的由来

王昌龄 “诗夫子”或 “诗天子”称号争议源于唐代 《琉璃堂墨客图》一书。《琉璃堂墨客图》是一种

“句图”，该书流行于晚唐五代，作者不详，但推测应为中唐时人。因为第一，《琉璃堂墨客图》所收全部

诗人时段是从初唐到大历；第二，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卷 ２２ 著录有 《琉璃堂墨客图》一卷①，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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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 ６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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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金针诗格》、张为 《唐诗主客图》之前，所以基本可以判断 《琉璃堂墨客图》是中唐人所作。遗

憾的是，今见 《琉璃堂墨客图》虽目录完整但正文已亡佚大半，收录于宋代陈应行所编 《吟窗杂录》卷

１６中，今存有明刻本和明钞本。检今存 《琉璃堂墨客图》可知，王昌龄的称谓是 “诗夫子”，不应有所争

论，但问题症结在于南宋刘克庄 《后村诗话》在转述 《琉璃堂墨客图》中王昌龄的称号时说 “唐人 《琉

璃堂图》以王昌龄为诗天子”①，这一转述对后世造成一定的影响，由此产生王昌龄的称号争议，绵延至

今。在众多讨论此争议的著述中，金程宇先生发表在 《文艺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７ 期的 《诗学与绘画———中

日所存唐代诗学文献 〈琉璃堂墨客图〉新探》一文 （以下简称金文）非常重要，金文新发现日本文献

《明文抄》中收有 《?璃台诗人图卅六人》一书，该书中王昌龄称号是 “诗天子”，金文认为该书是中国

唐代 《琉璃堂墨客图》一书的另一版本，进而得出王昌龄称号应为 “诗天子”的结论。金文问题意识突

出，善于利用域外汉籍，为中国本土研究打开新视野、提供新证据。大体来说，以金文发表为界，此前绝

大部分著作和论文认同 “诗夫子”之说。代表性例子如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唐诗选》②，周勋初主编

《唐诗大辞典》③、钱仲联等主编 《中国文学大辞典》④、罗宗强 《唐诗小史》⑤、骆礼刚 《王昌龄二题》⑥ 等皆

认同 “诗夫子”说。毕士奎 《王昌龄诗歌与诗学研究》一书则进一步推导王昌龄 “夫子”称号的因由：“很

显然，‘夫子’之谓，正本于其收徒讲学之实。”⑦ 可以说，在金文发表之前，学界主流意见是认同 “诗夫子”

观点的。但在金文发表之后，这一局面改变了，王昌龄 “诗天子”之说在学界似乎占据上风。代表性例子如

李元洛 《彩笔昔曾干气象———绝句之旅》⑧、王辉斌 《唐代诗文论集》⑨、钟志辉 《漫游、私学与 〈文选〉传

播———论乡贡对唐前期文学生态的影响》瑏瑠、宁源声 《王昌龄：“诗家夫子”抑或 “诗家天子”》瑏瑡 等著作、

论文纷纷支持 “诗天子”作为王昌龄的头衔，由此波及日本汉文学界，２０１３年永田知之在 《〈琉璃堂墨客图〉

觉书——— “句图”·诗人番付と日本传存资料》一文中引用了金文的观点瑏瑢。但是，日本文献 《?璃台诗人图

卅六人》与中国唐代诗学文献 《琉璃堂墨客图》真是同一书吗？日本文献可以否定中国本土所传文献的准确

性与权威性吗？王昌龄的诗歌成就和地位，在盛唐真的能超越王维、李白、杜甫而被尊称为 “诗天子”吗？

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探讨，不仅能够确定王昌龄的称号究竟为何，也能够深化我们对域外汉籍文献合理利用

的认识。

二、日本 《?璃台诗人图卅六人》并非中国 《琉璃堂墨客图》

如前所述，中国本土文献 《琉璃堂墨客图》和新发掘的日本文献 《?璃台诗人图卅六人》是王昌龄称号

之争的关键所在。通过比较两书的差异，笔者认为：《?璃台诗人图卅六人》是日本人根据多种文献改造的

新书，而不是中国唐代 《琉璃堂墨客图》的另一版本。兹先将两部书现存全文作一比较：

日版 《?璃台诗人图卅六人》收录在日本 《明文抄》卷 ３ 《人伦部》瑏瑣 中，兹录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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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 ７０２７页。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唐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 ８５页。
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 ３０页。
钱仲联等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 ２６１页。
罗宗强：《唐诗小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 ６６页。
骆礼刚：《王昌龄二题》，《文学遗产》１９９９年第 ２期。
毕士奎：《王昌龄诗歌与诗学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７页。
李元洛：《彩笔昔曾干气象———绝句之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 ４页。
王辉斌：《唐代诗文论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 ３９３ ３９４页。
钟志辉：《漫游、私学与 〈文选〉传播———论乡贡对唐前期文学生态的影响》，《文艺研究》２０２１年第 ６期。
宁源声：《王昌龄：“诗家夫子”抑或 “诗家天子”》，《中华读书报》２０２２年 １２月 ８日。
永田知之：《〈琉璃堂墨客图〉觉书——— “句图”·诗人番付と日本传存资料》，《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 ７卷，日本：京都大学人文
科学研究所中国中世写本研究班，２０１３年，第 ９１ １１２页。
据日本仁木夏实 《藤原永范考》（《大谷大学研究年报》５７号，２００５年），日本 《明文抄》成书于日本贞永年间 （１２３２—１２３３），编
者藤原孝范 （１１５８—１２３３）是藤原南家藤原永范 （１１０２—１１８０）的养子，历任文章博士、大学头、宫内卿，继承了文章博士藤原永
范的学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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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台诗人图卅六人①

陈子昂诗仙 王昌龄诗天子 萨稷诗宰相 李白 王维

纂毋潜 李颀诗舍人 窦参 钱起 张谓诗进士

岑参诗客 章元八 于良史 刘长卿 朱放

皇甫冉 韩罖 崔洞 孟浩然 崔颢

陆鸿渐 孟郊 姚伦 常建 刘禹锡

李邕 戴叔伦 李嘉 众甫 皇甫嵩

卢纶 杜甫 郭仕元 白居易 僧护国 李季兰

中国 《琉璃堂墨客图》收录在宋陈应行编 《吟窗杂录》卷 １６中，现存各刻本、抄本皆为残卷，兹以台
北故宫博物院藏明抄本 《吟窗杂录》所载全文如下②：

琉璃堂墨客图 （目录）

陈子昂撰

陈子昂诗 王孝友

王昌龄诗夫子 孟浩然

李白诗宰相 王维 皇甫琳 高适 张谓

綦毋潜诗大夫 薛据 李邕 常建 刘眘虚

祖咏 李嘉 陆鸿渐 崔颢 朱放 储光羲

崔辅国 卢象 杜甫 陶翰 郎士元 李颀

史青 戴叔伦 钱起 严维 李兰 （以上为 《吟窗杂录》卷首 “目录”上）

琉璃堂墨客图 （此下为正文）

诗仙陈子昂

荒唐穆天子，好与白云期。

王孝友

上山下山入溪谷，山中日落留我宿。

诗夫子王昌龄

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诸侯。

孟浩然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诗宰相李白

女娲弄黄土，团作愚下人。（以下阙，同卷 １６）

图 １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抄本 《吟窗杂录》影印本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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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保己一：《续群书类丛》第三十辑下卷 ８８６ 《明文抄》三，日本：续群书类丛完成会，１９７２年，第 １４８页。
陈应行编：《吟窗杂录》卷 １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影印本，第 ５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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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比较可知，二者有一定的相似度：比如标题一为 “?璃台”一为 “琉璃堂”，又比如二者选录的皆

为唐代诗人，且都以陈子昂为首，诗人旁列称号偶有重合，如 “诗仙”“诗宰相”。正因为有这些相似的地

方，所以容易将二者混为一书，但其实二者在内容上存在着根本性差别，兹列于下：

其一，二者书名、内容、编者、编撰时代皆不同。日本书名曰 《?璃台诗人图卅六人》，中国书名曰

《琉璃堂墨客图》，“?璃台”“琉璃堂”虽然都是建筑名，但 “台”在室外，“堂”在室内，不是一个地

点。日本 《?璃台诗人图卅六人》全部内容仅 １１４ 字，实际上只是一个词条，不能称为 “书”，而中国

《琉璃堂墨客图》有目录、有正文 （诗句），虽然正文残缺，但仍是 “书”。中国 《琉璃堂墨客图》的编者

为中国人，编撰时代为中唐时期，日 《?璃台诗人图卅六人》的编者为日本人藤原孝范，编撰时代为日本

贞永年间 （１２３２—１２３３）①，约相当于中国南宋末期，时间比中国书晚四百多年。日本人所编类似的书还有
《琉璃图诗人》② 等。可见，应该是模仿中国 《琉璃堂墨客图》《琉璃堂人物图》名称而编的词条。

其二，二者所收诗人数量不同。虽然现存的中国 《琉璃堂墨客图》是残本，但其目录是完整的，共收三

十一位诗人是无误的。日本 《?璃台诗人图卅六人》却有三十六位诗人，比之 《琉璃堂墨客图》多出五人。

而且两者所收诗人重叠者仅十九人。日 “书”所收三十六位诗人中有十七人为中国 《琉璃堂墨客图》所无，

而中国 《琉璃堂墨客图》所收三十一位诗人中有十二人为日 “书”所无。两者所收诗人数量差异如此之大，

显然不是同一书。

其三，二者所收诗人时代断限差别甚大。中国 《琉璃堂墨客图》所收诗人时代下限是大历诗人李兰 （李

季兰漏掉一个 “季”字，即李冶），与刘长卿为同时友人，而日本 《?璃台诗人图卅六人》所收诗人时代下

限是晚唐诗人皇甫嵩 （松），与温庭筠为同时友人。中国 《琉璃堂墨客图》所收最晚者止于李 （季）兰，是

活动于 ８世纪的诗人，而日本 《?璃台诗人图卅六人》却收入了一些 ９世纪的诗人，如孟郊、刘禹锡、白居
易等人，最晚为皇甫嵩 （松）。二书时代断限差异如此之大，也显然不是同一书。

其四，二者诗人称号的数量和内容都不同。日本 《?璃台诗人图卅六人》中的称号有 “诗仙”“诗天子”

“诗宰相”“诗舍人”“诗进士”“诗客”六种。中国 《琉璃堂墨客图》中的则只有 “诗仙”“诗夫子”“诗宰

相”“诗大夫”四种称号。而从名称上看，仅有 “诗仙”和 “诗宰相”两种相同；从诗人看，仅 “诗仙”陈

子昂一人相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 《琉璃堂墨客图》中的 “诗宰相”是李白，而日本 《?璃台诗人图卅六

人》中的 “诗宰相”是萨稷，当为薛稷之误。薛稷是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以书法知名，诗的成就平庸，无

一首知名诗篇，越过李白而为 “诗宰相”，不符合唐诗客观情况，肯定不是中国人所为，显然是日本编者所

安置的。

质言之，《?璃台诗人图卅六人》和 《琉璃堂墨客图》虽然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内容上悬殊。这些无

法调和的差异，皆证明二者并非同一部书。事实上，《?璃台诗人图卅六人》乃藤原孝范综合中日多种书概

括而来，并非转抄，“‘?璃台诗人图卅六人’应当是就 《琉璃堂墨客图》概括出来的”。③ 既是概括，其所参

考之材料并非只有 《琉璃堂墨客图》，就应当有编者的日本文化和情感倾向，因为日本学者在接受汉学时是

带着本国文化基因的。

相较于受到中国典籍文化的浸润，日本学者更易受到本国先贤学者的影响，因此，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吸

收是间接曲折的。藤原孝范在编 《?璃台诗人图卅六人》时同样如此，其与日本文坛存在易被忽视的承接关

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证实：

１７１

①

②

③

仁木夏实：《藤原永范考》，《大谷大学研究年报》５７号，２００５年。
《琉璃图诗人》一书，载于日本东寺百合文书 《和汉名义抄》，内容与 《?璃台诗人图卅六人》近似而又是不同的书，与中国 《琉

璃堂墨客图》差异也很大。据金程宇 ２０１８年发表 《〈琉璃堂墨客图〉及其相关问题续探》（《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一辑下卷）一

文介绍，该写本成书于日本南北朝后期或室町时代前期，晚于 《?璃台诗人图卅六人》。该书收录诗人 ３１人，“诗仙”是陈子昂，
“诗天子”是王昌龄，“诗宰相”是窦参、祖咏、钱起三人，“诗舍人”是李颀，“诗进士”是张谓，“诗客”是岑参等 ２４人。该书
与 《?璃台诗人图卅六人》接近，与之对比，仅有 ７人未收录，而与中国 《琉璃堂墨客图》比较，则差异较大，未收入者 １３人。
金程宇：《诗学与绘画———中日所存唐代诗学文献 〈琉璃堂墨客图〉新探》，《文艺研究》２０１２年第 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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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 “琉璃台”而言，其名最早出于隋炀帝诗 “旙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①。日本大江匡房
（１０４１—１１１１）曾云：“□人作?璃台，苟定人阶品，世不用之。”② “?璃台”书名或本于此，并不是来源于
《琉璃堂墨客图》。藤原孝范沿用了 “?璃台”这一提法，其 《?璃台诗人图卅六人》更像是大江匡房这句话

的注解，也能解释为何一为 “琉璃堂”，一为 “?璃台”了，间接反映 《?璃台诗人图卅六人》参考资料的

不唯一性。

其次，是早在日本元庆五年 （８８１）就有 “诗帝”的提法，岛田忠臣 （８２８—８９２）有诗云：“曾在昌龄成
帝号 （自注：玄宗立王昌龄为诗帝），不言诗上玉屏风。”③ 岛田忠臣自注的 “玄宗立王昌龄为诗帝”不见于

中国任何典籍，并且太过荒谬，是作者创作 （捏造）的可能性更高。④ 还有，《?璃台诗人图卅六人》所录最

晚诗人为晚唐诗人皇甫嵩 （松），与温庭筠 （８０１—８６６）同时而稍晚。众所周知，公元 ９世纪以前，日本输入
中国典籍主要依赖遣唐使，而最后一批遣唐使返日时间为公元 ８３９年⑤，这个时间点并不能确定 《琉璃堂墨客

图》已经流行到被遣唐使购买运输回日本的地步。并且，成书于 ９世纪末期的 《日本国见在书目》中也未有

《琉璃堂墨客图》的记载。因此，在岛田忠臣没有提及 《琉璃堂墨客图》的情况下，其所谓 “帝号”的提法

与 《琉璃堂墨客图》并无直接关系。相反，生活于 １２世纪的藤原孝范反而容易受到岛田忠臣的影响，在抄录
王昌龄雅号时，自动将 “夫子”改为 “天子”也未可知。

再次，日本 “书”名中 “三十六”这一数字在中日的使用情癋不同。中国选录三十六位诗人的做法比较

罕见，但在日本却非常流行，如狩野常信绘有 《中国三十六诗仙图》，滥觞于平安时代藤原公任 （９６６—
１０４１）《三十六人撰》。日本文艺界对 “三十六”数字的着迷或可解释藤原孝范 《?璃台诗人图卅六人》中的

诗人数量。

最后，大概是因为日本高僧空海所编 《文镜秘府论》所收王昌龄 《诗格》，是盛唐著名诗人中唯一的一

部诗学理论著作，在日本影响甚大。日本人推崇王昌龄，因此在日本古代文献中有一些称王昌龄为 “诗帝”⑥

或 “诗天子”⑦ 的例子。而在中国文献中则完全没有王昌龄为 “诗帝”的记载，王昌龄为 “诗天子”仅有个

别文献 （如 《后村诗话》）在转述 《琉璃堂墨客图》时误转而生出 “诗天子”。试想，如果王昌龄真被冠以

“诗帝”或 “诗天子”这样极端崇高的尊称，为何没有在唐代以及唐以后文献中频繁提及？这正说明中日两

国对王昌龄定位的差异。同时，这些恰恰印证了前文的判断，日本文坛自有传承，并且在编选与中国相关的

图书时，会综合参考各种材料，甚至会根据需求和诗坛风尚删改内容。同时也反证了藤原孝范 《?璃台诗人

图卅六人》不是 《琉璃堂墨客图》的另一版本。

这里不妨对日本 《?璃台诗人图卅六人》中 “诗天子”的由来作出推测：（一）编者抄写之误或者受到

日本其他错误版本的影响。远藤光正 《明文抄の研究?びに语索引》⑧、山内洋一郎编 《本邦类书玉函皉

抄·明文抄·管蠡抄の研究》⑨ 都指出现存抄本中书写上的错字，特别是字形类似而出现的错字很多。另，

日本古代写本中有很多倭俗字，即日本古代写本文献中有些由于书写者的随意性而产生的字。更何况 《?璃

台诗人图卅六人》本身在记录诗人时就错误频出，如 “萨稷”应为 “薛稷”， “纂毋潜”应为 “綦毋潜”，

“皇甫嵩”应为 “皇甫松”，“崔洞”应为 “崔峒”，“众甫”应为 “张众甫”，“郭仕元”应为 “郎士元”。

（二）编者的主观倾向，也是日本本土文化的反映。因为 “诗天子”与 “诗夫子”有明显的等级之差，“天

２７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炀帝杨广：《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见丁福保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 １６２５页。
神宮司庁古事类苑出版事务所编：《古事类苑·文学部十》，日本：神宮司庁明治二十九年 （１８９６）—大正三年 （１９１４），第 ４５２页。
神宮司庁古事类苑出版事务所编：《古事类苑·器用部五》，第 ９３８页。
永田知之：《〈琉璃堂墨客图〉觉书——— “句图”·诗人番付と日本传存资料》，《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 ７卷，第 ９１ １１２页。
关于遣唐使的回数，有不同说法，这里采用藤家礼之助的观点，实际共为 １２次，最后一次为仁明天皇承和五年 （８３８）。参其所著
《中日交流两千年》一书。

参见金程宇：《〈琉璃堂墨客图〉及其相关问题续探》，《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一辑下卷，２０１８年。
如日本佚名编：《琉璃图诗人》，载日本东寺百合文书 《和汉名义抄》。

远藤光正：《明文抄の研究?びに语索引》，日本：现代文化社，１９７４年。
山内洋一郎：《本邦类书玉函秘抄》，日本：汲古书院，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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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具有至高无上性和唯一性，“夫子”等级明显低于 “天子”，且可以有很多个 “夫子”。前述日本文化较

推崇王昌龄，故将 “诗夫子”改作 “诗天子”。相比较 “诗夫子”称号，明显 “诗天子”更有号召力，可以

更有效地号召学习王昌龄 《诗格》。

综上所述，日本 《?璃台诗人图卅六人》与中国 《琉璃堂墨客图》有巨大的差异，《?璃台诗人图卅六

人》肯定不是 《琉璃堂墨客图》的另一版本。《?璃台诗人图卅六人》应该是藤原孝范综合本国和中国文献

概括出来的词条，“诗天子”可能是误记、抄误或日本文化自主选择的结果。

三、中国本土文献可证 “诗夫子”正确

在厘清日本文献中有关 “诗天子”的记载后，我们回归到中国本土文献。在中国本土文献中，支持 “诗

夫子”的文献占有绝对的优势，数量多且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而支持 “诗天子”的文献总共仅有两条，且说

服力极弱。兹先将支持 “诗夫子”的主要文献胪列分析如下：

１ 宋陈应行 《吟窗杂录》所载唐人 《琉璃堂墨客图》目录及正文 （详见上文）。

２ 北宋初林逋 《诗将》诗：

风骚推上将，千古耸威名。

子美尝登拜，昌龄合按行。（自注：《?璃堂图》以王昌龄为诗夫子）①

３ 北宋晁说之 《成州同谷县杜工部祠堂记》：

苟不矜实而务名，则当时王维之名出杜之上，盖有天子、宰相之目。②

４ 南宋初叶廷皀 《海录碎事》：

《王昌龄集》云：王维诗天子，杜甫诗宰相。③

５ 元辛文房 《唐才子传》：

昌龄工诗，缜密而思清，时称 “诗家夫子王江宁”。盖尝为江宁令，与文士王之涣、辛渐交友至深，皆出

模范，其名重如此。④

６ 明末清初吴乔 《围炉诗话》：

唐人谓王维 “诗天子”，杜甫 “诗宰相”，今看右丞诗甚佳而有边幅，子美浩然如海。⑤

７ 清王棠 《燕在阁知新录》：

诗有 “天子”“宰相”：《王昌龄集》云：“王维诗天子，杜甫诗宰相。”

诗夫子：“《琉璃堂图》以王昌龄为诗夫子。”⑥

第 １条文献，唐人 《琉璃堂墨客图》是王昌龄 “诗夫子”说最早出处，也是最重要的证据。该书的目录

和正文 （见上文引），皆标王昌龄称号，皆作 “诗夫子”，本无可争议。但因 “天”和 “夫”字形相近，容

易抄写、刊刻错误，因此生发出一系列的争论。通过前文对 《?璃台诗人图卅六人》与 《琉璃堂墨客图》的

梳理论证可知，《琉璃堂墨客图》仍是目前最早、最可信的版本。那么，《琉璃堂墨客图》中的 “诗夫子”有

无可能是 “诗天子”抄写之误呢？笔者认为并不存在抄写错误。因为 《琉璃堂墨客图》目录和正文都作 “诗

夫子”，而正文中不止一处有 “天子”二字，如 “诗仙陈子昂”下面有 “荒唐穆天子”，还有 “诗夫子王昌

龄”下面即 “明堂坐天子”，这一处的 “天”和 “夫”位置非常接近却并未混淆，说明 《琉璃堂墨客图》其

实将 “夫”和 “天”区分得很清楚。有些学者在解读 《琉璃堂墨客图》时还有一个观点，即认为 “夫子”

不是官职名称，不该混杂在 “诗宰相”“诗大夫”官职名称之中，但 “诗仙陈子昂”之 “诗仙”称谓也不是

官职名称。此外，从诗人的诗史地位看，盛唐时期李白的名气地位，连王维都退避三舍，更遑论王昌龄，即

３７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林逋：《赠张绘秘教九题·诗将》，沈幼征校注 《林和靖集》卷 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 ４８页。
晁说之：《嵩山文集》卷 １６，《四部丛刊续编》影旧抄本。
叶廷皀撰，李之亮校点：《海录碎事》卷 １９ 《文学部下·诗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 ８４４页。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 ２５８页。
吴乔：《围炉诗话》卷 ４，载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 ５８４页。
王棠：《燕在阁知新录》卷 ２２，清康熙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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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盛唐之后千年，“李杜”也一直是诗坛双子星，无人掠其锋芒。而 《琉璃堂墨客图》一书产生于中唐时期，

正是李白名气地位无可比拟的时期，书中称李白也只是 “诗宰相”，怎么可能称王昌龄为 “诗天子”呢？可

见，《琉璃堂墨客图》中 “诗夫子”不是因形似而误抄已然非常明了了。

第 ２条文献，林逋 《诗将》自注 “《?琉堂图》以王昌龄为诗夫子”。林逋是五代吴越国入宋的文人，时

代近唐，所见原始文献可信度高，可证 《琉璃堂墨客图》原文即为 “诗夫子”。关于这一点，日本贞享三年

（１６８６）茨木多左卫门刊本 《和靖先生诗集》此条注却为 “诗天子”，好像有力反击了这一条证据。但林逋诗

集今存中国数十种钞、刻本皆作 “夫子”，其中有国家图书馆藏影宋钞本 《和靖先生诗集》，还有明正统元年

刻本，祝尚书先生考定来源于宋本。① 而日本贞享三年相当于我国清朝康熙二十五年，比影宋钞本晚约五百

年，比明刻本也晚二百五十年。从时间上来说，日本贞享三年本肯定不如中国的版本可靠。此外，笔者亲自

查验了长泽规矩也编 《和刻本汉诗集成》影印的贞享三年刊的 《和靖先生诗集》，发现此版本实是自日本抄

本翻刻，字体小而难辨，《诗将》诗自注中关键三字更是写为 “诀天子”“诗”写成 “诀”，因此 “天”字也

有误抄的可能。更何况民国学者邵裴子校勘的 《林和靖先生诗集》（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５年版），使用五十余种
文献进行校勘，重要的版本如残宋本、明抄本、明刊本等皆曾利用，‘诗夫子’处仍未校出异文。正可说明

中国自宋至清所有版本的 《和靖先生诗集》皆作 “诗夫子”。另一方面，“诗夫子”更吻合林逋诗意且符合常

理。林逋的 《诗将》诗，从首联可知，诗的题目 “诗将”意即诗中 “上将”，第二联为 “子美尝登拜，昌龄

合按行”“按行”即按次第成行列，这两句的意思是拜杜子美为诗坛 “上将”，王昌龄可以与杜甫同等行列。

这里作者自注的王昌龄称号一定是 “夫子”而不是 “天子”。因为 “诗夫子”与 “诗将”为同一等级或行

列，可以并称，如果是至高无上的 “天子”则不仅与题目 “诗将”自相矛盾，而且如何与杜甫的 “上将”同

等行列？“天子”是唯一的，“上将”也罢，“夫子”也罢，都是 “天子”的臣下，且是不唯一的。再辅以第

７条王棠 《燕在阁知新录》所引，就更加坚实了。

第 ３、第 ４、第 ６条文献，可作为旁证说明王昌龄 “诗夫子”比 “诗天子”更加合理。《王昌龄集》称王

维为 “诗天子”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并非虚造。王维在玄宗开元时期诗名天下第一，被誉为 “天下文宗”②，

此时李白尚未待诏翰林 （李白待诏翰林在天宝元年），诗名在王维之下，故王昌龄称王维为 “诗天子”可谓

合情合理。“天子”只有一个，既然王昌龄已经称王维为 “诗天子”了，自己就不可能是 “诗天子”了。文

学史事实也正是如此，王昌龄的诗名、地位和创作成就不仅在当时远不及王维，一千多年来也一直如此，千

年来一直公认的盛唐三大家就是王维、李白、杜甫。

第 ５条文献，是 “诗夫子”说的另一力证。元代辛文房在 《唐才子传·王昌龄》中提到 “时称 ‘诗家夫

子王江宁’”，《唐才子传》诸版本皆无异文。《唐才子传》是一部记载唐朝诗人事迹的专书，可信度高。“时

称”二字暗示 “诗夫子”作为王昌龄雅号，在盛唐具有一定的社会认可度和流行度，而 “夫子”与 “王江

宁”并联，说明这一称号与王昌龄任职江宁期间有关。并且比起 “诗天子”，王昌龄被称作 “诗夫子”更有

其内在逻辑。“夫子”原指孔子，后亦指德高望重的老师，唐人所谓 “夫子”一词与教授生徒有关，譬如与

王昌龄同为盛唐诗人的萧颖士因其 “尝教授濮阳，时号 ‘萧夫子’”③。根据日本空海的 《文镜秘府论》，王昌

龄撰有 《诗格》一书，这是一部向后学教授诗律知识的著作，王昌龄在其中大量引用自己的诗作来阐述诗学

理论，正如夫子以身示范。王昌龄任江宁丞时，确有琉璃堂雅集授徒之事，晚唐诗人张乔 《题上元许棠所任

王昌龄厅》七绝云：“琉璃堂里当时客，久绝吟声继后尘。百四十年庭树老，如今重得见诗人。”④ 题目中

“上元”即江宁 （今南京市），诗中 “琉璃堂”即题目中 “王昌龄厅”。据查屏球所考新出 《刘复墓志》可

知，王昌龄任职江宁期间曾主持雅集及授学，“百四十年”前正是王昌龄任职江宁期间，王昌龄 《诗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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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第 ６５页。
唐代宗李豫：《答王缙进王维集表诏》，载董诰主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 ５１０页。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 ５８引 《郡斋读书志》，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 ６３２９页。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第 ７３２８ ７３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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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乃是学子们就昌龄讲学内容抄录而成。① 晚唐顾云 《唐风集序》也有言：“然后有戴容州、刘随州、王

江宁率其徒，扬鞭按辔，相与呵乐，来朝于正道矣。”② “王江宁率其徒”可证王昌龄在江宁时许多年轻学子

围聚在他左右，问诗求教，所谓 “诗家夫子”应是学子们对王昌龄的尊称。③ 另外，五代画家周文矩有名画

《琉璃堂人物图》（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画的也是王昌龄琉璃堂雅集事，可见王昌龄江宁琉璃堂

的存在是千真万确的。

王昌龄之雅号为 “诗夫子”已论证得非常充分了，接下来分析持 “诗天子”说者的依据，其直接文献依

据总共就两条：

１ 宋末刘克庄 《后村诗话》：

唐人 《琉璃堂图》以王昌龄为诗天子，其尊之如此。④

２ 清宋荦 《漫堂说诗》：

太白、龙标，绝伦逸群，龙标更有诗天子之号。⑤

第 １条文献，刘克庄谓 “诗天子”的来源是 “唐人 《琉璃堂图》”，既然前文已证实唐人 《琉璃堂图》

（即 《琉璃堂墨客图》）中是 “诗夫子”，那么刘克庄这条就属于转述之误，没有说服力了。还有一种可能，是

刘克庄集版本有误。检中华书局 《刘克庄集笺校》校记曰： “‘天子’，原阙，据明抄本、 《四库全书》本

补”⑥，恰恰是这最关键两个字残缺，原文到底是 “天子”还是 “夫子”，不得而知。再者，持 “诗天子”说

者以刘克庄 “其尊之如此”推理，既然如此 “尊”王昌龄，最尊应该是天子。其实，“夫子”称谓也是很高

的尊称，前文已指出，“夫子”原指孔子，后亦指德高望重的老师，唐宋人口中的 “夫子”，或指孔子，或代

指自己最尊敬的宗师。如唐玄宗名句 “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⑦，“夫子”指孔子。李白名句 “吾爱孟夫

子，风流天下闻”⑧，李白在当世诗人中最尊敬孟浩然，故称其 “孟夫子”。还有罗隐名句 “夫子门前数仞墙，

每经过处忆游梁”⑨ 等诗句，皆是用 “夫子”表尊敬之意。并且前文提到的 《唐才子传》也用 “其名重如

此”来补充说明 “诗家夫子”称号的尊贵，可见用 “尊之如此”用来形容 “诗夫子”也完全说得通。

第 ２条文献，结合上下文语境，宋荦 《漫堂说诗》中的 “诗天子”当不是字形之讹。但是宋荦为清代

人，时代太晚，《漫堂说诗》中的称谓所依据何书并未明言，有可能是源自刘克庄 《后村诗话》某一版本。

而元明清三朝提到王昌龄为 “诗天子”的文献也仅此一条，孤证难立。因此，以 《漫堂说诗》作为 “诗天

子”的证据说服力很弱。

持 “诗天子”说者还有一条间接文献依据，不妨引录分析：

唐末周朴 《赠大沩》：

禅是大沩诗是朴，大唐天子只三人。⑩

有学者引周朴 《赠大沩》诗作为唐人认为王昌龄是 “诗天子”之证，显然是曲解。周朴是唐末人，与罗

隐同时，因不从黄巢而被杀。周朴这联诗的意思是说，当今禅界的天子是大沩，诗界的天子是我周朴，加上

当今真正的天子，总共只有这三人堪称天子，诗意与王昌龄毫无关联。如果说周朴称自己为 “诗天子”有可

能是依循前例，那么称大沩 “禅天子”又依循什么呢？即使周朴自称 “诗天子”真是依循前例，那唐人称王

维为 “诗天子”也可为其所本，并不能肯定指向王昌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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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屏球：《盛唐英灵交往之遗踪———由 〈刘复墓志〉看以王昌龄为中心的天宝丹阳诗人群》，《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第 ５期。
董诰主编：《全唐文》，第 ３８０６页。
骆礼刚：《王昌龄二题》，《文学遗产》１９９９年第 ２期。

⑥　 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第 ７０２７、７０２８页。
宋荦著，刘万华辑校：《宋荦全集·漫堂说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 ６３０页。

⑩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 ３０、７７０４页。
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 ４６１页。
罗隐著，李定广系年校笺：《罗隐集系年校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７页。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第 ５７卷 ０８ Ａｕｇ ２０２５

四、结语

由 《琉璃堂墨客图》引起的王昌龄 “诗天子”“诗夫子”论争，虽聚讼纷纭，但分析史实及相关文献可

证 “诗夫子”为王昌龄别称的合理性。《琉璃台诗人图卅六人》是日本人编写的，并不是中国流传到日本的

原文献，中国 《琉璃堂墨客图》传本抄写无误，加上中国本土权威文献 《林逋诗集》《唐才子传》有很强的

说服力，足以证明 “诗夫子”确凿无疑。

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① 近几十年来，域外汉籍②的发现与整理斩获颇丰，“国

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等成规模的出版令人惊叹和欣喜。新材料的出现大大推动了汉学研究和中国古代文学

研究，由此大量的学者加入了此研究领域，还有专门的学术刊物。然而，随着海外汉籍的持续升温，学术界

“轻视”与 “迷信”这两种倾向均有不同程度的呈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后者，近年来出现了域外汉籍文献

的价值被过分夸大，甚至凌驾在本土文献之上的现象。其实三类域外汉籍中的第一类，即中国人的书籍流传

到了海外的，最值得重视，而第二三两类，即中国古籍的域外刊本和抄本，以及域外文人编纂的中国古籍选

本、注本和评本，域外文人用汉文撰写的古籍，我们在使用时需要特别谨慎，不宜夸大其价值。上文所论

《琉璃台诗人图卅六人》即属于第二三类。类似的典型例证近年来还有很多。譬如，最早书写王勃作 《滕王

阁序》故事的是晚唐大作家罗隐的一篇小说，中国本土有宋代传本，名叫 《中元传》③，近年有学者发现日本

大永五年 （１５２５）编 《笑云和尚古文真宝后集抄》中收有罗隐此小说，名曰 《中源水府传》，篇幅较中国传

本 《中元传》为长，遂撰文认定 《中源水府传》是罗隐小说之完整原文，否定了中国宋代书中保存的 《中元

传》作为罗隐小说原文的地位。④ 其实大有问题：其一，中国是宋代传本，而日本传本则相当于中国明代，

显然中国传本更可信；其二，中国传本全篇文采斐然，语言精练、故事完整，而日本传本有许多处语言嗦

甚至不通，显然不是大才罗隐手笔；其三，日本传本题目 “中源”不通，应该是明代民间忌用蒙元政权的

“元”字而以 “源”代替⑤，然后传至日本，敷衍篇幅。因此，日传本 《中源水府传》肯定不是罗隐原文。再

如，白居易的 《长恨歌》在中国传本中是没有序的，而日本的旧抄本却有序，不少研究者对此序深信不疑。

但中国传本的白居易文集是公认的所有唐代文人别集传本中基本保存唐代原貌的代表，那么日本发现的 《长

恨歌序》是真的吗？显然不可轻信⑥。还有日本发现的 《文笔心眼抄》，许多研究者认为是空海所编 《文镜秘

府论》的节本，也是空海所著，其实也是大有疑问的⑦。以上只是就域外汉籍中的第二三两类而论，即使是

第一类中传至域外的价值最大的宋元版古籍，也不是都有很大价值。国学大家安平秋先生认为：“国外 １７００
部左右的宋元版书大概只有 １０％到 ２０％值得复制回国。”⑧ 强调以中国传本为主要依据，国外的宋元版书只取
其孤本、初刻本、国内缺失的版本。

研究域外汉籍的学者卞东波指出：“我们要克服唯资料的倾向。新资料很重要，但是也没有必要无限夸大

其价值，应该把它放到合适位置中予以阐释。”⑨ 这也提醒我们要正确认识新发现域外汉籍文献和国内传世文

献之间的关系，这是合理利用域外汉籍文献解决学术问题的基本前提。同时，当本土与域外汉籍文献出现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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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王国维自述》，济南：泰山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 １７４页。
“域外汉籍”的定义可参见张伯伟：《域外汉籍答客问》，《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 １期。“域外汉
籍”具体分为三类：一：藏在域外的中国古籍写本与印本；二：中国古籍的域外刊本和抄本，以及域外文人编纂的中国古籍选本、

注本和评本；三：域外文人用汉文撰写的古籍。而日本学者将这三类分别命名为 “汉籍”“和刻本汉籍”和 “准汉籍”。中国学者

统称为 “域外汉籍”，指藏存于中国之外的用汉文书写的各类古籍。

参见罗隐著，李定广系年校笺：《罗隐集系年校笺》，第 ９７７页。
李由：《〈滕王阁序〉故事的衍变及序、诗的经典化》，《文艺研究》２０２４年第 ８期。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 １：“明初贸易文契，如吴元年，洪武元年，俱以 ‘原’字代 ‘元’字，盖民间追恨元人，不欲书

其国号也。”

参见金程宇：《东亚汉文学论考》，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３５９页。
参见陈罛：《辨伪存真：〈文笔心眼抄〉古抄卷献疑》，《域外汉籍研究集刊》２０１２年第八辑。
赵宣：《且把金针度与人，衣带渐宽终不悔———安平秋先生谈汉籍引进工程与古籍整理工作》，《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８年第 １期。
《光明日报》２０２１年 １月 １８日，第 １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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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或冲突时，需要对域外汉籍文献进行更为细致严谨的考察，因为古代外国人的汉语水平总体上远不及中国

人。除非域外汉籍文献的出处、流传等方面真实可靠，否则不能轻易以域外汉籍文献尤其是域外人编撰的文

献来否定本土文献的记载。有鉴于此，利用域外汉籍必须建立在对本土相关文献了解透彻的基础上。另一方

面，虽然在古代东亚汉文化圈，中华文化属于上位文化，但古代朝鲜、日本等地区和国家在接受中国文化时，

并非一直是亦步亦趋，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思考、改造以及自己的文脉传承。这意味着在研究中，域外汉籍尤

其是外国人编写的汉籍，不仅仅是作为中国本土文献的补充，还应被视作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我们既要警

惕自己的 “傲慢”心理，强作 “影响”研究，也要避免对域外汉籍文献的 “迷信”倾向。

（责任编辑：张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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